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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补偿在我国大气污染治理中的应用及启示

汪惠青 单钰理*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生态文明建设摆

在治国理政的重要战略位置。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治理

大气污染，改善空气质量。目前，我国大气污染治理工作已步入科学化和精细化阶

段，各项政策措施正在积极推进和部署。但由于我国存在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偏

煤、交通运输结构不合理等现实情况，导致出现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大、排放强度高、

治理资金不足等问题，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已进入攻坚阶段。在此背景下，建立大气污

染治理生态补偿机制，不仅能够协调大气污染治理各参与方的相关利益，提高大气污

染治理效率，而且有利于发挥金融手段对市场的激励和引导作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事业长足发展。但是，由于大气污染的成因复杂，且具有明显的跨区域流动性，相对

于生态补偿的传统领域而言，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对区域间的协同合作要求更高，

是生态补偿的难点领域。我国应从促进生态补偿与社会经济协同发展，拓展市场化、

多元化的补偿途径，健全大气污染治理的投融资机制，完善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制

度体系等角度出发，加快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的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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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工业化在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经济的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随着新兴经济体开

始群体性崛起，工业化步入快速发展阶段，大气环境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魏巍贤、王月

红，2017）。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发展的“领头雁”，大气污染问题十分严重，大气污染治理刻

不容缓。为了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目标，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理念，从

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纷纷出台系列政策，重拳出击治理大气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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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大气污染治理工作萌芽于20世纪50年代，正式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治

理政策主要围绕工业点源污染展开。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大气污染的成因日趋复

杂，污染程度不断加深，范围不断扩大；针对大气污染治理的政策、法律、制度、技术也逐步深

化提高（冯贵霞，2016）。结合特定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特征，我国关于大气污染治理的

实践探索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

（1）1965-1978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开始萌芽。在这一时期，我国开展了全国范围的污

染调查，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工业点源污染的相关防治政策（刘宏焘，2015）。
（2）1979-1991年，大气污染治理法律体系得到初步建设。1979年颁布的《环境保护法》，

标志着我国环境保护进入法制管理阶段。1991年，国务院批准颁布《大气污染防治法实施细

则》，规定了对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和排放总量同时进行控制。自此，我国大气污染的防治工

作正式进入法制化管理阶段。

（3）1992-2002年，为更好地开展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我国开始探索建立大气环境防治管

理的市场机制（魏巍贤、马喜立，2015）。1991年，大气排污许可证的试点工作在上海市、徐州

市等 16个城市开始进行。1993年，大气排污交易政策在太原、柳州等 6个城市开始试点。

1996年，我国开始推行对主要污染物进行总量控制和定期公布的制度，排污交易得到政策的

大力支持，并在探索中不断发展（董战峰等，2008；王金南等，2014）。与此同时，我国大气污染

防治的法制化进程也得到进一步完善，《大气污染防治法》分别于1995年和2000年进行了修

订，初步形成了大气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体系。

（4）2003-2010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持续快速发展，能源消费和机动车保有量激增

使空气中的SO2、NOX等有害物质浓度持续上升，大气污染开始呈现出典型的区域性特征。在

“生态文明”“和谐社会”等战略思想的影响下，我国大气污染防治的工作思路发生重大转变，

开始探索突破属地管理的区域合作模式（蔡岚，2019；陈曦，2019）。
（5）自2010年以来，我国大气污染呈现出多层面、多主体、多区域的复合特征，以灰霾、雾

霾为主导的城市大气污染全面爆发。为了遏制空气环境进一步恶化，2010年环保部联合发改

委、科技部等八部委共同制定了《关于推进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改善区域空气质量的指导

意见》，并提出要在2015年建立大气污染的联合防控机制（冯贵霞，2016）；2013年，国务院印

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大气十条”），提出建立区域协作机制，统筹区域环境管理；

到2017年底，我国空气质量总体上得到明显改善，“大气十条”提出的各项空气质量改善目标

得到全面实现①。但随着治理工作的深入，大气污染防治也不断出现新问题（罗知、李浩然，

2018）。我国长期以来都面临着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偏煤、交通运输结构不合理等多重压

①资料来源于http://www.yicai.com/news/54023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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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出现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大、排放强度高、经济增长与污染排放未脱钩等诸多问题，大气

污染的防治工作进入攻坚阶段（王金南等，2018）。为了打赢蓝天保卫战，2015年4月，中共中

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提出要“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加快

形成生态损害者赔偿、受益者付费、保护者得到合理补偿的运行机制”（王越，2015）。2016年
11月，国务院印发《“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提出要“加快建立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

制”“创新生态环境联动管理体制机制”，建立健全区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和跨区域排污权交

易市场。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要“加

快大气污染防治和综合治理”“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为了贯彻落实十九大报

告精神以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见》要求，发改委等九部委联合印

发了《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行动计划》。生态补偿机制能有效解决生态环境

保护领域的外部性问题，建立大气污染治理的生态补偿机制，将是我国进一步开展大气污染

防治工作的重点（程玉，2015）。

二、生态补偿理论的基本概念及在我国的发展

（一）生态补偿理论的基本概念

国外的生态补偿主要以“生态环境或系统的服务付费”（Payment for Environmental/Ecosys⁃
tem Service，PES）的概念出现。早期关于PES的研究初步定义了PES的基本概念并总结了相

关的实践经验（Börner et al., 2017）。在PES的定义方面，Wunder（2005）提出了自愿性、有条件

的交易、至少有一位买方、至少有一位卖方和产权界定明晰五条原则。Wunder（2015）进一步

提出“PES是服务的提供者和消费者基于对自然资源管理达成的协议而进行的自愿交易”。

Pagiola等（2005）将PES理解为是对生态资源供给者提供的补助，目的是为了激励生态资源供

给者持续提供服务供给。Tacconi（2012）认为环境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在PES的定义、关键要

素以及PES在生态保护和城市发展中的作用等方面都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PES的关注重

点应聚焦于成本效益，提高计划的透明度。Gregory 和 Steven（2017）认为市场机制的引入能

够使环境保护过程中产生的治污成本和机会成本内部化，以此达到使PES的消费者为所享受

的权益支付费用的目的。

在PES的理论发展方面，Westman（1977）最先提出生态系统服务付费的概念，将生态系统

功能定义为可以获得收益的服务，以期引起公众对保护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关注。

Pearce 和 Moran（1994）提出应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分为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两类。Costan⁃
za等（1997）通过对全球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评估，将PES的研究推向前沿，使得生态系统

的价值以货币的形式得到体现，为生态补偿的实际应用奠定了基础。Jack等（2008）认为PES
能通过激励措施有效地引导个人和团体提供生态服务，并从社会经济、环境、政治背景等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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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了PES政策的环境效益、成本效益和扶贫效果。Greiner 和 Stanley（2013）将PES的社会

共同利益分为三类：第一，服务提供者从应收到的报酬中直接获得收益；第二，服务提供者在

提供服务的过程中收到的与报酬无关的收益；第三，与前两项收益相关的流动性收益。在没

有机会成本差异和服务提供商处于极端不利条件的情况下，政府对公共事业的PES投资可提

供具有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投资策略。随着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方法的不断发展，PES
逐渐成为保护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主流手段（Gómez-Baggethun et al., 2010）。

在生态补偿的主客体研究方面，Pagiola 和 Platais（2007）认为生态补偿的主体应该是生态

环境服务的消费者。但Wunder等（2008）认为由于生态资源具有公共性，其补偿主体应是政

府，而补偿客体则是能被清晰界定的生态环境产品和服务的提供方。Cranford 和 Mourato
（2011）认为生态补偿的客体可以是社区和社区内的所有居民，并提出了“先补偿社区，再补偿

个人”的原则。

补偿标准是生态补偿的关键问题，在补偿标准的计算方法中，机会成本法的使用最为普

遍，但准确性会受到异质性和信息不对称的影响（Kaczan & Swallow, 2013）。Kosoy等（2007）
设计了三个替代参数对机会成本进行估算，提高了量化机会成本的可行性。Thu Thuy等
（2009）认为，应依据补偿客体的实际机会成本来计算补偿标准，这种计算方法能有效提高生

态补偿的效率。支付意愿法也是应用较广泛的补偿标准计算方法，它评估了补偿主客体能接

受的补偿水平范围。Gupta（2016）对印度居民的公路运输碳税的支付意愿进行了分析，调查

表明居民的环境活动、教育程度、收入和年龄在决定支付意愿方面起着重要作用。Ericka等
（2019）对意大利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的支付意愿进行调查，研究表明潜在的购车者愿意为

每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20%而支付2100欧元的价格溢价。条件估值法基于个人陈述偏

好对生态环境受益者的生态补偿支付意愿进行模拟（Bateman & Willis, 2001），在生态补偿实

践中的运用也非常广泛（Belay et al., 2020; Chu et al., 2020）。Sierra 和 Russman（2006）以哥斯

达黎加的农场样本为例，对比了通过直接向土地所有者付款和生态环境服务付费两种方式对

保护森林资源的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直接付款对该地区森林保护的影响有限且效果滞后，

PES能够有效地加速森林的再生和服务。

（二）生态补偿理论在我国的发展

生态补偿是我国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重点工作内容，自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就开

始了对生态补偿的相关研究。生态补偿涉及经济学、法学、生态学、环境学等多个学科，是一

个复杂的跨学科交叉问题。毛显强等（2002）在对生态补偿的理论探讨中指出，生态补偿可以

理解为一种资源环境保护的经济手段，建立生态补偿机制能调动生态建设参与者的积极性，

对环境保护产生利益驱动、激励和协调。从公共政策和环境管理的角度出发，王金南等

（2006）将生态补偿的基本内涵概括为一种协调生态环境保护者、受益者和破坏者之间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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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关系的制度安排，其目的是为了保护生态服务功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补偿的参考

依据包括生态保护成本、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发展机会成本。王前进等（2019）认为，生态补

偿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策问题，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利润平均

化理论是生态补偿的理论基础，通过生态补偿能够实现各部门的利润平均化。

1.我国生态补偿理论的研究进展

通过信息可视化分析软件CiteSpace对CSSCI数据库1998-2019年间收录的982篇以“生

态补偿”为主题的文献进行数据分析（Chen, 2004），可以得到如图 1所示的文献共被引网络

图谱：

图1 “生态补偿”的文献共被引网络图谱

根据图1文献共被引聚类分析的结果，国内关于生态补偿的相关研究可以划分为15个主

要类别，其中早期的研究以#0放牧权交易、#3生态补偿意愿、#4草原生态补偿、#11西部区域、

#8贵阳市、#10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和#14煤炭资源开放企业为该领域的重点研究案例，#2农
田生态补偿、#6低碳农业和#13生态赤字是近年来的研究重点。

按被引次数对代表性文献的相关共被引聚类结果进行总结（如表 1所示），从突现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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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高被引文献普遍具有较高的突现度，分别体现了相应时期的研究前沿。从中介中心性角

度来看，高被引文献的中介中心性相对较高，同时也是相应时期的研究热点。

表1 代表性文献的相关共被引聚类结果
被引次数

41
18
15
14
12
11
10
10
10
10

突现度

19.58
3.28
7.55
-

5.52
5.05
-
-

4.93
4.95

中介中心性

0.01
0.15
0.03
0.11
0.05
0.04
0.11
0.16
0.34
0.00

代表文献

毛显强等（2002）
李国平等（2013）
洪尚群等（2001）
李晓光等（2009a）

沈满洪和陆菁（2004）
杜群（2005）

李晓光等（2009b）
魏楚和沈满洪（2011）

王金南等（2006）
秦艳红和康慕谊（2007）

2.我国生态补偿的基本框架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是我国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双赢目标的重要举措，对生

态补偿基本框架的探讨，可从参与主体、补偿原则、支付标准、支付模式以及补偿范围等角度

入手。

（1）参与主体。生态补偿的参与主体包括补偿主体和受偿主体。补偿主体以国家公权主

体和社会组织为主，受偿主体则是指在生态补偿的法律关系中，自身权益受到损害或限制的

主体。受偿主体一般可概括为生态环境建设者、生态功能区内的地方政府和居民以及环保技

术的研发主体这几类（参见表2）。
表2 生态补偿的补偿主体和受偿主体

补偿主体

类型

国
家
公
权
主
体

社会组织

企业

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

范围

全国性的重要生态功能区，
例如三江源自然保护区

全国性的大型生态环境工程，
例如退耕还林工程

大型生态修复工程，
例如淮河水污染防治

辖区内相关生态功能区
保护、生态修复等补偿

非营利社会团体

造成生态破坏的企业

受偿主体

类型

生态环境
建设者

生态功能区内
的地方政府

和居民

环保技术的
研发主体

采用新型环保
技术的企业

范围

受到禁牧、休牧和划区轮放政策影响，
由政府给予粮食和饲料补助的农牧民

由于特殊的环境保护要求，经济活动和
特定自然资源的开发受限，地方财政收入
减少，各项公益事业的发展和居民就业
机会因此受到影响的地方政府与居民

为提高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保护及利用
水平而进行相关技术研发的单位和个人

积极主动保护生态环境，节约自然资源
和能源的企业

（2）补偿原则。生态补偿的首要原则是要明确生态补偿的责任主体，以“谁开发、谁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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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破坏、谁恢复，谁受益、谁补偿，谁污染、谁付费”为原则开展生态补偿工作。这一原则，对生

态补偿的责任主体作了初步分类，生态环境的消费者——开发者、破坏者、受益者和污染者需

要承担相应的生态恢复责任，而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则应得到相应的补偿（林黎，2012）。生态

补偿的核心作用，是通过调整生态保护参与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使生态服务的外部性得到

内部化。因此，厘清相关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是实现生态补偿的前提（郑云辰等，2019）。沈

满洪（2017）对中央出台的生态补偿相关文件进行分析，总结出我国生态补偿机制建设从狭义

到广义、从区内到区际、从林水到土地、从陆上到海洋、从政府到市场、从政府到居民、从模糊

到精准以及从单一制度到制度组合的八大趋势，并提出完善生态补偿机制需要从生态服务产

权界定、生态环境价值评估和生态保护绩效评价等方面着手。

（3）支付标准和支付模式。生态补偿的支付标准是生态补偿机制研究中的关键和难点。

目前生态补偿的支付标准计算方法主要是从成本评估、收益评估和支付能力评估三个角度出

发（Sun et al., 2017）。
生态补偿的支付模式主要包括政府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政府主导型的生态补偿资金

来源以财政拨款为主，由政府机构或相关组织进行管理和监督；市场主导型的生态补偿资金

来源包括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和个人，管理和监督过程也以市场化为主（武靖州，2018）。在

由政府主导的生态补偿模式中，政府通过向生态环境服务的受益方收取税费，以直接或间接

的方式向生态环境服务的供给者提供补偿。这一模式在难以界定生态资源产权的情况下具

有较大优势（袁伟彦、周小柯，2014）。市场主导型的生态补偿模式是基于科斯产权理论发展

起来的，强调发挥市场在生态补偿中的作用，通过运用产权交易和金融工具，优化生态资源配

置，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到生态补偿中（肖加元、潘安，2016）。
（4）补偿范围和传统领域。随着生态补偿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生态补

偿的研究范围也呈现由狭义到广义的趋势（沈满洪，2017）。早期的生态补偿主要集中在生态

开发过程中的破坏和生态保护的收益上，主要针对造成生态破坏的一系列社会经济活动征收

补偿费（朱丹，2017）。随着生态补偿在理论和实践中的不断探索，生态补偿的范围开始转向

对发展权的补偿，资源产权主体的环境经济行为的机会成本开始受到重视（林黎，2012）。针

对生态补偿展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流域、森林、草地、土地等传统领域（刘利花、杨彬如，

2019）。
（5）资金来源。充足的资金供给是保障生态补偿各项工作顺利开展的基础。十九大报告

中提出“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生态补偿资金来源的市场化、多元化是重要的

突破口。目前，我国生态补偿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三种：一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或省级政府

对下级地方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此类转移支付又被称为纵向补偿转移支付；二是生态补偿

区域内，地方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此类转移支付又被称为横向补偿转移支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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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全社会范围内通过市场对生态服务产品进行购买支付，此类补偿方式又被称为市场化的生

态服务付费（舒旻，2015）。

三、生态补偿在我国大气污染治理中的探索与应用

（一）建立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机制的必要性

由于大气污染的成因和扩散路径复杂，大气污染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从时间上

看，大气环境的恶化是日积月累形成的；从空间上看，大气污染具有“叠加效应”，是大环境、小环

境和周边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鉴于此，对大气污染的治理，仅靠一地一时的努力，无法达到预

期的效果，需要举全国之力，区域间协同合作，责任共担、利益共享（屠海鸣，2014）。大气的公共

物品属性使得长期以来对大气污染的治理主要由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负责，治理资金以中央

和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为主要来源。但随着我国大气污染的范围扩大、强度增加、难

度增大以及治理要求的不断提高，大气污染治理工作的复杂程度越来越高，资金和技术的需求

缺口也逐渐扩大，仅仅依靠政府治理、财政出资，已经不能满足我国大气污染治理的目标要求。

基于此，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的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机制，是当前我国开展大气污染治

理工作的重要任务。通过大气污染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不仅能够充分调动各利益相关主体

参与大气污染治理的积极性，为我国大气污染治理提供持续的资金和技术支持；而且可以有

效协调各方利益，营造公平、公正的治理环境，提高大气污染治理的效率，为打赢“蓝天保卫

战”提供坚实的基础。

我国在生态补偿领域有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这些理论研究和

实践经验主要集中在流域、森林、土地等传统领域，针对大气污染治理的生态补偿经验相对匮

乏。自2014年起，我国陆续在山东、河南、湖北、安徽、河北等地开展了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

偿的试点实践工作，也获得了一些理论和实践经验，但尚未形成统一的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

偿机制和生态补偿标准。

由于大气污染的特殊性，相对于传统领域（流域、土壤、森林等）而言，建立大气污染生态

补偿机制更加具有挑战性。首先，大气污染物成因复杂、来源广泛，从“谁污染谁负责”的角度

来看，责任人难以准确界定，可谓“人人有责”，难以均衡补偿责任。其次，大气污染的保护主

体广泛，各类社会经济活动参与的主体都可以成为大气污染的保护对象。从“谁保护谁受偿”

的角度来看，受益人难以准确区别，可谓“人人受益”，难以起到激励作用。此外，相比森林、水

域、湿地等生态环境系统，大气环境的自净能力较强，受风向降雨等自然因素影响较大，在区

域间的污染传导具有不确定性，加大了建立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机制的难度。

（二）对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的理论探索

生态补偿是一项具有激励性的政策，能够有效解决大气污染治理的外部性问题，是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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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大气污染治理“保驾护航”的有效手段（王瑞红，2016）。马骏等（2014）从经济学的角度对我

国的大气污染治理问题进行分析，研究认为，为了达到我国的大气污染治理目标，需要建立起

北京市对河北省的区域补偿机制。郭高晶（2016）分析了山东省的大气污染生态补偿机制，认

为山东省实践过程中有机地结合并完善了大气污染监测管理制度、绩效考核制度、基金扣缴

补偿制度以及信息公开制度。冷雪飞（2017）从法律层面对山东省和湖北省的大气污染治理

生态补偿模式进行探索，并针对生态补偿标准、空气质量监测、生态补偿资金来源等方面的立

法可行性进行了分析。史会剑和管旭（2017）结合理论分析以及对山东、湖北、河南等省大气

污染生态补偿的实践分析，提出了基于区域一体化视角的大气环境生态补偿模式，这一模式

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由于空气产权模糊导致的生态环境“负外部性”问题。王立平等（2018）
对京津冀地区的大气污染治理成本进行了分析，认为河北省的大气污染治理成本比北京市和

天津市低；如果由河北省承担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治理的主要任务，北京市和天津市需要对

河北省因治理大气污染而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合理补偿。整体而言，目前学术界对空气质量

生态补偿机制的研究滞后于政策实践的需要，这与大气污染损害主体不明确、保护主体众多、

利益关系庞杂和补偿标准难测度等因素紧密相关。

（三）对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的实践探索

从生态补偿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来看，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流域、森林、土地等传统领域

的治理、开发和保护上，针对大气污染治理领域的生态补偿理论和实践经验都相对匮乏。并

且，由于大气污染成因、传导和治理的复杂性，以及我国不同地区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存在巨

大差异等问题，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机制（魏巍贤、王月红，2019）。为

了响应《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和《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中对大气污染治理的工

作部署和治理要求，近年来，我国部分省市开展了对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的早期实践探

索。山东、湖北、河南、安徽和河北等地先后出台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政

策，旨在通过经济杠杆的调节，充分发挥各级地方政府在大气污染治理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从而提高大气污染治理的有效性。目前，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的实践，主要以省级政府提

出生态补偿方案并且对地方政府制定考核奖惩目标和具体方案的形式进行。

2014年3月，山东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东省环境空

气质量生态补偿暂行办法的通知》（鲁政办字〔2014〕27号）（冷雪飞，2017），明确提出建立旨在

改善空气质量的地区间的生态补偿机制，开始进行大气污染治理的生态补偿探索。2015年
12月，山东省政府办公厅发布修改后的《山东省环境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暂行办法》（鲁政办字

〔2015〕241号），对在山东省境内施行大气污染生态补偿提出了12条具体的工作要求，从2016
年1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两年。2017年3月，山东省政府办公厅又进一步印发了《山东省环

境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暂行办法》（鲁政办字〔2017〕43号），有效期至2019年3月。201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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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政府办公厅发布《建立健全生态文明建设财政奖补机制实施方案》，随同方案发布《山

东省环境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暂行办法》（鲁政办字〔2019〕44号）（冷雪飞，2017），有效期至

2020年12月31日。随着对大气污染生态补偿实践的不断探索，政策方案不断的完善，山东省

在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也逐渐摸索出了一套适合本省社会经济发

展和生态环境基础的大气污染生态补偿机制。

除了山东开展的积极探索外，其他地区也先后出台了大气污染生态补偿的相关政策。

湖北省与中央签订了“到 2017年，可吸入颗粒物下降 12%以上”的大气污染治理目标责任

书。面对艰巨的空气污染治理任务，湖北省政府办公厅于 2015年 12月印发了《关于印发湖

北省环境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暂行办法的通知》（鄂政办发〔2015〕89号），从考核范围、考核频

次、数据来源、资金核算、资金来源以及资金用途等方面对大气污染生态补偿作了全面规

定。2018年 11月，湖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湖北省环境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暂行办法》（鄂

政办发〔2018〕74号），对大气污染生态补偿政策进行了进一步完善。经过省政府和地方各

级政府的不懈努力，湖北省的环境空气质量得到持续改善，全省环境空气质量生态补偿的

激励机制效果明显。河南省的大气污染生态补偿工作开展得相对较晚，于 2016年 7月出台

了《河南省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暂行办法》（豫政办〔2016〕119号），于 2017年 6月印

发了《河南省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暂行办法》和《河南省水环境质量生态补偿暂行办

法》（豫政办〔2017〕74号），将季度考核调整为月度考核，对大气污染治理的效果进行了更严

厉的考察。随后，安徽省也开展了大气污染生态补偿的探索，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于

2018年 7月印发了《关于印发安徽省环境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暂行办法的通知》（皖政办

〔2018〕30号），以PM2.5为主，PM10为辅，遵循奖优罚劣，纵横结合的原则，实施大气污染生态

补偿方案。

如表 3所示，现有的大气污染生态补偿具有典型的区域性特征，各省根据自身的社会经

济发展特色和大气污染特征制定了有针对性的生态补偿方案（洪雪雯，2019）。
从考核指标来看，PM2.5和PM10是通用的指标，河南省在此基础上加入了对优良天数比例

的考核，山东省则在河南省的考核指标基础上进一步加入了SO2、NO2作为考核指标。从污染

物权重来看，河南省和湖北省分别对不同指标进行核算，未涉及污染物权重的分配；安徽省和

山东省则采用权重的形式，对不同污染物设定权重，构建了复合型的考核指标。从考核方式

来看，山东省基于稀释扩散调整系数将17个市分为两类，第一类包括青岛、烟台、日照和威海

市，大气污染物稀释扩散调整系数为1.5；第二类包括余下13个城市，大气污染物稀释扩散调

整系数为1。河南省按行政区域级别划分，分别对省辖市和省直管县（市）进行考核。湖北省

和安徽省采取统一考核的方式对各市进行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从补偿标准来看，各地都

制定了生态补偿资金的计算公式，大致可以归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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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补偿额度 =å
i = 1

j

D大气污染指标i ´ 权重i ´ 修正系数i （1）
各省根据实际情况对污染的权重和修正系数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具体生态补偿资金计算

标准参见表4。
表3 各省大气污染生态补偿方案对比

考核指标

污染物
权重

补偿标准

考核方式

主要特色

山东省

PM2.5、PM10、SO2、NO2；
优良天数比例

50%、20%、10%、20%；
优良天数单独考核

污染物浓度：80万元/（μg/m3）；
优良天数比例：20万元/%；
PM2.5、PM10达到《环境空
气质量标准》二级标准的
地市，一次性给予1000

万元奖励；
SO2、NO2达到《环境空气
质量标准》二级标准的地
市，一次性给予500万元

奖励

按稀释扩散调整系数将
17市分为两类

差异化分类考核，
稀释扩散调整系数，
达标一次性奖励

湖北省

PM2.5和PM10

单独核算

市（州）：连续两年达到二
级标准，80万元/（μg/m3），
否则50万元/（μg/m3）；
县（市、区）：连续两年
达到二级标准，40万元/
（μg/m3），否则20万元/

（μg/m3）

市（州）和县（市、区）
分类考核

《环境空气质量》
二级标准达标；
天气变化系数

河南省

PM2.5和PM10；
优良天数比例

单独核算

五级阶梯奖惩制
省辖市：惩罚按5~25万
元/（μg/m3）递增，补偿
按4.5~22.5万元/（μg/
m3）递增，优良天数奖

惩20万元/天；
省直管县（市）：惩罚按
1~5万元/（μg/m3）递增，
补偿按0.9~4.5万元/

（μg/m3）递增，优良天
数奖惩5万元/天

省辖市和省直管县
（市）分别考核

以全省均值为基数，
按五级阶梯标准奖惩

安徽省

PM2.5和PM10

75%和25%

30万元/（μg/m3）；
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
准》二级标准的地区，
一次性给予500~800万

元奖励

统一考核

PM2.5季度考核目标；
季度系数；

目标修正系数

表4 各省份生态补偿资金计算标准对比

省份

山东省

湖北省

河南省

安徽省

生态补偿资金计算标准

( )DPM2.5 ´ 50% +DPM10 ´ 20% +DSO2 ´ 10% +DNO2 ´ 20% ´ 80 +D优良天数比例 ´ 20

市（州）

县（市、区）

五级阶梯奖惩制

( )DPM2.5 ´ 75% +DPM10 ´ 25% ´ 30 ´季度系数 ´目标修正系数

连续两年达到二级标准

未连续两年达到二级标准

连续两年达到二级标准

未连续两年达到二级标准

DPM10 ´ 80 ´天气变化系数 +DPM2.5 ´ 80 ´天气变化系数

DPM10 ´ 50 ´天气变化系数 +DPM2.5 ´ 50 ´天气变化系数

DPM10 ´ 40 ´天气变化系数 +DPM2.5 ´ 40 ´天气变化系数

DPM10 ´ 20 ´天气变化系数 +DPM2.5 ´ 20 ´天气变化系数

从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的效果来看，山东省根据各城市的产业结构和环境质量现状设

置了两类污染物稀释扩散调整系数，并且设立了省、市两级大气生态环境补偿专项资金，一方

面由省级向大气环境改善的城市提供补偿，另一方面由大气环境恶化的城市向省级进行赔

偿。这一奖惩并行的双重约束机制，为山东省大气污染治理提供了有效保障。根据山东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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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环境厅公布的“2019年度山东空气质量生态补偿考核”结果，2019年山东省全境PM2.5浓度

相较2013年下降了49%，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增加了42.6%，重污染天数下降了79.8%，空气质

量得到大幅度改善。湖北省在全省范围内建立了161个大气监测点，10座大气超级站，依托

完善的大气监测网络分别对市、县空气质量制定了严格的达标标准，实现对大气污染的大范

围监测和防控。河南省作为大气污染的重点防治地区，采取铁腕治污政策，实施月度考核机

制，以经济手段倒逼 18个省辖市和 10个省直辖县落实大气污染治理任务；并且依托辖区内

321个县级自动监测站和309个乡镇自动监测站实施全面监测，采取五级阶梯奖惩机制激励

地方政府和企业落实大气污染治理主体责任。根据安徽省出台的空气质量生态补偿季度考

核制度，空气质量较上一年恶化的城市须向省级财政上缴赔偿资金，空气质量得到改善的城

市可以获得相应的补偿资金。

整体而言，我国各省市根据自身的污染现状、经济结构以及监测能力，对大气污染治理生

态补偿展开了试点实践，在探索的过程中不断修正和完善大气污染治理的生态补偿机制，既

体现出上下级政府在整体框架上的一致性和衔接性，又融入了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特征和大气

污染治理特色，有效地推进了我国的大气环境质量改善工作。

四、我国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现阶段存在的问题及解决路径探讨

（一）存在的问题及困难

首先，与生态补偿传统领域较明确的补偿主体和受偿主体相比，大气污染在主体的确定

上有较大困难。对不同社会经济活动而言，各相关参与主体既可能是大气污染的制造者也可

能是大气污染治理的受益者；对不同时间段而言，各相关参与主体在大气污染治理中的角色

会发生改变。因此，对大气污染生态补偿主体的确定难以形成统一的标准。

其次，生态补偿的标准通常依据受偿主体为生态环境治理所承担的损失进行计算。落实

到大气污染的生态补偿，需要依据各地因治理大气污染而承担的经济增长的机会成本，进行补

偿资金的计算。因此，厘清大气污染治理的经济成本，是补偿标准制定中需要攻克的重点问题。

最后，随着生态补偿实践的推进，对生态补偿的资金需求也不断增加，生态补偿的资金来

源问题，成为维护生态补偿机制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问题。目前我国生态补偿的资金来源主

要依靠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的转移支付，存在严重的来源单一问题。为了进一步建立健全生

态补偿机制，在资金来源方面，需要建立多元化的资金来源渠道，为生态补偿机制提供充足的

资金支持。对目前我国大气污染治理的投融资现状进行总结，大致可以发现四个严重的问

题：一是我国大气污染治理的投融资总量严重不足，二是我国大气污染治理的资金需求过度

依赖政府性投资，三是我国大气污染治理的投融资渠道依然闭塞，四是我国企业在大气污染

治理过程中的主体责任没有落实（董战峰等，2016）。

汪惠青 单钰理：生态补偿在我国大气污染治理中的应用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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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立多元化、市场化的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机制

1.促进生态补偿与社会经济协同发展

从本质上来看，大气污染治理和社会经济发展并不是矛盾的对立面，两者在社会主义生

态文明建设的框架下，能够实现内在统一和协同发展。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要求各地区

不能因为追求经济的增长而使社会经济活动超出环境承载力；但同时各地方政府也不能对过

低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无动于衷。中央和各地方政府应该根据各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历史

事实和客观规律，积极探索污染治理和经济增长的双赢策略。大气污染治理的相关政策制

定，不仅需要考虑技术上的可行性，也要重视经济层面的可行性与实施和监管中的可能性，从

社会经济发展的视角进行分析，协助寻找到低成本的控污策略。

在大气污染治理的过程中，各地方政府为了降低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容易在缺乏客观理

性分析的情况下，采取跟风式的产业结构升级行动，“一刀切”式地淘汰本地区重工业产业，并

且向其他相对落后地区转移高污染高能耗产业。为了避免上述情况的发生，需要采取有针对

性的大气污染治理对策。对各个地方政府而言，大气污染治理与经济增长的矛盾在于对工业

生产活动的监督和管理，在于是否综合采取了“环境友好”和“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方式。工业

生产活动是造成大气污染的主要原因，对大气污染开展的各项治理措施，势必会直接影响各

城市工业生产的布局。然而纵观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由于在资源禀赋、地理位置、基础

建设等方面发展的不均衡，各个城市的工业化发展路径需要遵循历史事实和客观规律。因

此，对大气污染的治理，特别是对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机制的探索，应在科学合理的城市工

业化发展路径下开展。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与城市工业化进程的协同发展路径，才是实现

大气污染治理和经济增长的双赢路径。

从各个城市的工业化发展的历史事实和客观规律来看，我国部分城市（如山西、陕西等

地）由于在资源禀赋、地理位置、基础建设等方面有较大的比较优势，更适宜作为我国重要的

能源和重工业基地，发展能源主导型和重工业主导型产业。此类城市在为其他城市提供能源

和重工业产业相关的产品和服务的同时，承担了更多大气污染的代价。因此，需要得到来自

服务对象城市的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支持，以促进相关企业的技术进步，降低工业废气排

放，改善本地区的大气环境。相应地，以高新技术和服务业为主导的发达城市，在经历了多轮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后，将本地区大部分的高污染高能耗产业转移到其他地区。此类城市在集

中资金和技术优势发展经济的同时，也是各类能源资源产品和服务的消费大户，对由于工业

生产活动造成的大气污染应承担更多的治理责任，需要向相关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以及承接

本地区高污染高能耗产业的城市提供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援助。

落实到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本文认为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的补偿主体

和受偿主体的确立，应该与各个城市所处的工业化发展阶段相协调。在实行大气污染生态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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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的过程中，积极引导处于工业化发展后期阶段的城市，在转移高污染高能耗产业的同时，承

担起“补偿主体”的责任，为处于工业化发展初期和中期阶段的城市提供资金和技术上的支

持，协助这类城市在减排治污的技术上实现突破、提高能效，循序渐进地完成产业结构优化升

级和实现高质量的工业化发展。对处于工业化发展初期和中期阶段的城市而言，作为大气污

染生态补偿的“受偿主体”，需要合理利用补偿资金完成对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升级改造，接

受社会各方对大气污染治理工作的监督，实现大气污染治理目标和产业结构合理优化，促进

生态补偿与社会经济协同发展。

2.拓展市场化、多元化的补偿途径

（1）建立和完善排污权交易市场。排污权交易制度是西方国家实现节能减排的成熟、有

效的机制，发达国家已经建立起多层次的排污权交易市场。排污权交易通过市场机制充分调

动地方政府、企业等相关参与主体的积极性，让大气污染治理由政府主导向企业主动参与转

型。在建立和完善排污权交易市场的过程中，需要统筹兼顾全国统一性和地方特殊性问题。

为了提高排污权交易市场的制度化、规范化和规模化，要对排污权交易市场进行统一的监督

和管理，制定可统一量化的交易指标体系，规范排污权交易市场的交易准则。

（2）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虽然财政、税收、价格、贸易等途径都能促

进生态补偿的实现，但是引入社会资金和公众参与的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更具有可持

续性。社会资本给予大气污染治理的支持形式较多且更灵活，发展绿色金融体系，动员和激励

大量社会资金投入到大气污染治理中，有利于推动我国投资结构和经济结构的绿色转型。

由于环境治理的需求不断加大，仅仅依靠政府的财政支持难以满足全面开展各项治理工

作的资金需求。从国际经验来看，政府与企业合作开展的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模

式具有较广阔的开发前景。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绿色产业需要积极探索模式创

新，通过金融创新寻求充足的资金支持，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绿色PPP项目，充分发挥PPP
模式中政府与市场的优势互补作用。此外，针对绿色PPP项目普遍存在的资金需求大、投资

周期长等特征，中央和地方政府需积极探索建立绿色PPP项目引导基金，切实降低项目参与

各方的投资风险，提高社会资本的参与积极性。

（3）厘清不同投资主体责任。拓展市场化、多元化的补偿途径，需要进一步厘清不同投资

主体在大气污染生态补偿中的责任。根据经济学原理，环境污染是“市场失灵”的表现，要消

除这种外部不经济性，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共同努力，其中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要明确政

府和市场的责任边界。首先，通过对政府职能和责任的界定，可以及时有效地为需要获得政

府直接投资的项目注入财政资金，确保大气污染发生时与生态补偿相关的政策和措施有效开

展。其次，通过对政府职责的明确界定，可以向市场释放清晰的信号，引导市场及时关注和投

资大气污染治理领域，在需要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的相关领域，鼓励私人部门和社会资

汪惠青 单钰理：生态补偿在我国大气污染治理中的应用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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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积极参与。通过政府和市场的有机配合，最终形成政府从宏观上把握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

偿的发展方向，提供完善的规划指导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鼓励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充分发挥

市场作用的市场化、多元化发展模式。

3.健全大气污染治理的投融资机制

大气污染治理是一项长期、复杂并且艰巨的任务，需要国家和地方持续投入大量的人力、

物力和财力。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机制能够在短期内化解经济发展与大气污染治理共赢

的难题，协调各大气污染治理参与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是实现大气污染治理目标的重要途

径。但是，如果生态补偿的资金来源主要依赖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以及国际组织或非政府环

保组织的贷款和捐助，生态补偿在大气污染治理中的有效性则会由于补偿资金不足而大打折

扣。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落实到大气

污染治理生态补偿领域，为了解决“资金来源”单一，资金支持不足等问题，需要建立健全大气

污染治理生态补偿的投融资机制。

4.完善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制度体系

相对于生态补偿的传统领域如流域、土壤、森林等，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对区域间的协

同合作要求更高，是生态补偿的难点领域，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均较少。尽管目前我国

部分省市已开展了对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的初步探索，但整体来看，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

生态补偿涉及面广、利益关系复杂，机制的建立健全还受多方面因素影响，稳定长效的生态补

偿制度体系尚未形成。当前我国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在法律法规、技术体系、长效机制、效

益评估机制等方面都存在较大欠缺，亟需完善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的各项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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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and Enlightenment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for Air Pollution Control in China

Wang Huiqinga and Shan Yulib
（a: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 Energy and Sustainability Research Institute Groningen, University of Groningen）

Abstrac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been tak⁃
en great effor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considered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s a significant strategy. One of the key task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to control air pollution
and improve air quality. At present, the air pollution control work of China is gradually entering a scientific and re⁃
fined stage, various policies and measures are being actively promoted. However,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reality of
China's heavy industrial structure, coal based energy structure, and irrational transportation structure have led to
large total emissions of atmospheric pollutants, high intensity of emissions and insufficient funding from the govern⁃
ment. Now China's air pollution control has come into a very important tackling phase. Under this situation, the estab⁃
lishment of an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mechanism for air pollution control can not only coordinate the relevant inter⁃
ests of all parties involved in air pollution control,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air pollution control, but also help to play
a role of financial instruments to stimulate and guide the market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civiliza⁃
tion. However, due to the complexity of the causes of air pollution and its interregional mobility, compared with other
traditional fields,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for air pollution requires higher levels of collaboration and cooperation. In
this reason, the government should accelerate the establishment of market-oriented and diversified ecological com⁃
pensation mecha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romoting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and so⁃
cial economy, expanding marketization and diversified compensation channels, improving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mechanisms for air pollution control, improving the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mechanism for air pollution control and
improving the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system for air pollution control.
Keywords: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Air Pollution Control; Market-oriented Compensation Mechanism; Diversi⁃
fied Compensation Mechanism
JEL Classification：O13, Q53, Q57

（责任编辑：朱静静）

汪惠青 单钰理：生态补偿在我国大气污染治理中的应用及启示

128


